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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年對聖座與中國的關係而言，是關鍵的一年：香港回歸十周年，以及鄧小平倡議（1977）

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三十周年。我曾經在香港居住好幾年（1992‐2001 年），一直關注在中國的教

會的生活，當時教會正步出漫長和嚴峻的迫害。由於職責所在，我數次前往北京，對中國的經濟

進展留下深刻印象，並對教會的未來寄以厚望。教會痛苦和忠信的歷史，連同那些為信仰而受苦

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發聖德的芬芳。看來教會的苦難，不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

（1966‐1976）時所受的苦還多。可是，教會不僅在內部，而且在與政府的關係上，仍要面對極

大的挑戰。中國與聖座之間的交往也困難重重，此關乎歷史、文化、政治的層次，也涉及相互瞭

解的難度，以及對問題看法的不一。 

 
教宗若望保祿二世於 2005 年逝世，他對訪問中國的宿願無法實現；然而，他所留下的豐富

遺產：就是他對中國教會的熱愛，對那些與伯多祿繼承人失去圓滿共融的人那份像父親般的關

懷，以及對中國人民的衷心欣賞和深情厚意，在不少場合中，我成為這些事實的直接見證人。2007

年，本篤十六世徹底審察當時的情況，認為中國與聖座建立關係的日子，客觀看來，不會太近，

所以必須致力鋪路的工作，首要的任務是公開表明：聖座面對中國教會複雜情況所持的態度；其

次表明何種態度是中國教會本身從內部所期望的，以便理順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最後聖座孕育了

何種心態以面對中國政府。 

 
在此背景中，誕生了教宗的函件《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度奉獻生活

者及教友的信》，於 2007年 5月 27日簽發。 

 

聖座面對中國教會的複雜情況 
 

經過多年的研究，聖座清楚地察覺到，在中國的教會整體上從未陷入裂教的情況。我在香港

的時候，曾用一個類比來形容發生了的情況。就歷史而言，自起初中國的傳福工作曾是忠於福音

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這泉源誕生的教會，就好像一條清澈的河流，因地勢的不平（歷史

的變幻），蜿蜒曲折。一九五零年代的政治地震使這條河的生命起了扭轉乾坤的變化。因此部份

河水滲入地下，另一部份繼續在地面流動。按類比而言，教會的一部份成員不接受妥協和政治控

制，而另一部份則為了存在性的考慮而予以接受。有人會問：這兩股水流會否有一天自由地、公

開地匯合？當然，在基督聖心慈愛的浩瀚海洋裡，最終會殊途同歸。但是，在歷史過程中，在中

國的教會有可能再一次出現有目共睹的合一嗎？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篤十六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會在中國的生活和福傳工

作提出指導思想。該信函的主要目的並非政治性的。根據教宗，中國教會應在自身內重拾邁向修

和的意志和力量，而當務之急，就是消除成見和干預、分裂和默許、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行為，

為此，必須踏上真理、信任、淨化和寬恕的旅程。 

 
所涉及的主體包括四方面：所謂「地下」團體，即未經官方政權認可的教會團體；以及所謂

「愛國」團體，即獲得政權承認團體；還有聖座以及北京政府。 

 
事實上，這些主體相互牽動，而形成多邊關係，包括公開的和隱蔽的、明智的和輕率的、審

慎的和粗暴的。因此，修和之旅將難以實現，假如聖座和北京之間缺少了與此旅程同步進行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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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對嗎？ 

 
 

兩股「水流」之間的對話 
 

按初步分析，我們要承認，教宗信函所表達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難，此乃源自外來的壓力，也

出於這兩股「水流」之間的誤解。經歷數十年的分隔，彼此之間已挖掘了鴻溝，又建立了圍牆，

因此，對教會內部造成的創傷，至今仍然存在。 

 
鑑於尋求真理是對話的前提，由此而導向寬恕與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衝突的狀態下，

不可能為當前問題找到解決方案，那麼，中國教會的兩股「水流」務須正視這一點，只要兩者回

到對伯多祿繼承人的忠貞和服從的基礎上，死結便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統一及

精神共融的、永久可見的中心與基礎（參閱梵二，〈教會憲章〉18）。 

 

聖座與中國政權的對話 
 

教宗本篤十六世致中國教會的信函中，一開始便強調現有的問題不可能在聖座和北京政權持

久對立的情況下去解決，為此，信函開宗明義作出明確和公開的聲明：「隨時準備作相互尊重及

建設性的對話」（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開放從未絲毫減弱。當然不論是聖座或中國─

─一個崛起的大國，雙方行事的方式儘管不同，但我們不禁會問：難道尋求解決方案便遙遙無期

嗎？ 

 
從聖座角度來看，要進行對話（不但與中國，也與世界其他每個國家），該先創造甚麼條件？

首先，有些條件是先決性的，例如：互相信任、平等對待、確立意願，即願意進入對話，以及遇

上困難時仍願意持續對話。聖座遵循教會建立者（基督）的意願，維護教會的四大特性，作為對

話的準則。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間的合一，與教宗的合一；至聖性，包括牧者們

的堪當性和適合性（譯按：天主教法典 377 第 2項）；至公性（又稱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

信仰；從宗徒傳下來的特性，意謂教會的根源和架構與宗徒的承傳息息相關。聖座也清楚意識到，

這些特性是在每個民族的具體環境中體現和生活出來的，並密切地使真正的文化價值透過融入基

督信仰得以提昇。因此，在中國的教會如同在各國的教會一樣，儘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

許信友在實質上和感覺上，既成為十足的教友，也不失半點中國人的本色。 

 
自從教宗本篤十六世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發表以來，已有五年之久，期間聖座與中國的關

係看來是高低起伏。簡而言之，容我列出最近出現在兩者之間的三個絆腳石： 

 
1. 2010年，北京當局主辦全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此舉使政府對教會的控制更形尖銳，

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行。與此相關，當局向所謂「地下」聖職人員加強施壓，逼他們加入

愛國會這個控制中國教會的機構，其目的是要使教會獨立自辦、失去其至公性和脫離教宗。

同時，愛國會亦加劇對所謂「官方」教會的控制，操控他們的主教、神父、敬禮地點、財

政和修院（例如：當局委任一名政府幹部擔任石家莊大修院副院長，導致修生罷課抗議）。 

 
2. 嚴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導致屢次選出具爭議性的候選人，甚至這些候選人在道德操守和牧

民事工上都不合格的，卻得到政權鼎力支撐。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著選舉的糖衣，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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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後參與者往往因事態嚴重，便立即以信件或其他形式（向聖座）提出反對。 

 
3. 主教的祝聖，不管合法與否，都在禮儀中被逼接納一些受非法主教的參與，他們的臨在使

被祝聖者和祝聖者受到良心的嚴重譴責。 

 
或許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聖座的一些反應，也許他們不解甚瞭解，也許他們沒有顧及聖座之

所以作出這些反應，無非是對一些固有的價值忠信地持之以恆，這些價值皆屬教會的信理和教會

的傳統，這樣，教會的原貌才可獲保障。然而，歸根究底，聖座的措施總是出自對中國天主教教

友的真誠的和深度的尊重。 

 
中國教會與國家 
 

在中國的教會依據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來完成使命，不願受到政權干預；教

會一方面遵守國家法律，另一方面尊重真理、正義和合作的原則。有一次，一位年長的中國神父

對我說：「在中國，我們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不過是籠中鳥的自由！」事實上，在中國

的教會並不要求任何特權，更無意取代國家的位置，當然也不想成為政治團體；一個是教會，一

個是政治團體，兩者彼此獨立，互不混淆，但另一方面，教會卻樂於為公益而作出貢獻。 

 
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具體的中國情況裡一直是嚴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離，人身

自由被剝奪，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馬達欽所遭遇的一樣。其實他祇是宣佈了希望投身於全職

牧民職務上，擱置那根本不相稱於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後，個人和機構所受的控制加為尖銳，

當局也比以前更輕率地施用洗腦及強壓的手段。 

 
當缺乏宗教自由時，或者宗教自由受到嚴重限制時，難道整個教會不是有責維護中國信友的

合法權利嗎？而聖座不是有責率先為無聲者發言嗎？ 

 

教宗的信函面世已有五年，還有可能孕育希望嗎？ 
 

羅馬與北京之間的對話，已作多次嘗試，但限度極大，這是有目共同睹的。真誠相對和彼此

尊重的對話，確是眾望所歸，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樣。對話要求雙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

但二十多年來的接觸，並未能產生預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觸時，卻不乏欠準確和欠完整的訊息、

誤解、指責和僵局。 

 
有人會問：展開新方式的對話的時機到了嗎？這對話方式甚至可以更為開放，更為對等，以

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不為私益所破壞。聖座和許多國家都有開放和率直的對話，例如聖座和

越南找到了雙方交往和發展友好關係的模式。北京與台北之間不是也設立高層次的特定委員會來

處理相關的問題嗎？難道不能盼望聖座和中國也可進行適當和坦誠的對話嗎？ 

 
中國是大國，世界各處都有華人。自 1978年以來，中國走上與世界接軌之路，有多少神父、

聖職人員、度奉獻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機構受培育！難道他們受人慫恿

而忘了國本嗎？也許他們被逼跟隨一個違背良心的信仰？假如這些中國移民（為數不少）要求受

洗，他們豈不享有其他受洗者同樣的權利？在一個愈益開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裡，怎可想像：

中國的天主教教友祇因為留居在自己的國家裡就被孤立起來？本人多次與中國的朋友交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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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鄉裡卻因著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卻受到尊

重和欣賞！中國政府能夠對眾多百姓的呼聲充耳不聞嗎？儘管在過去五年中，有些積極的訊號，

曾一度泛起期望盼，卻轉瞬減弱。這使我想起一例，在 2008 年中國交響樂團和上海歌劇團為教

宗舉行的盛大音樂會，無論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歷史事實。 

 

對教宗致中國教會的信函邁向更完善的解讀 
 

教宗致中國聖職人員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年以來，在中國教會所發生的事件重申這信

函的價值、合宜性和現實性。過去因著躊躇、懷疑、恐懼和局限，拖慢了對牧函的認識和理解，

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現了，使人更完善地理解教宗的信，這信既可成為在中國教會內對話的起點，

又可促進聖座與北京政府之間的對話。 

 
教宗本篤十六世期盼前任教宗若望保祿二世的宿願能夠早日實現。十年前，真福若望保祿二

世已宣稱：「聖座期盼以整個天主教會的名義，我相信，也為了全人類的利益，向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開放對話的空間，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了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了

以往的誤解之後，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n.4）因此，聖座的期盼是一個對話，那對話能

對中國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華兒女，展現出應有的欣賞，又能結出和諧與平安的果實，這果實

遠遠超出聖座和中國所能預見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個以宗教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理

和毫不含糊地，在中國教會內開闢修和之路。 

 
因此，這宗座文件在我看來仍是了不起的依據，它突顯教宗對真理和政治公義的熱衷，以及

他對天主子民的愛護；此外，文件又能把教會信理、政治視野和公眾利益融會貫通，非比尋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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